徐州汉陶俑审美的时代解读

摘  要：本文从中国现代陶艺目前所处的现实形势进行切入，通过对徐州汉陶俑成因及审美进行时代解读，从而探索中国现代陶艺如何传承徐州汉陶俑艺术真善美合一的圆融艺术境界的构建，使作品以时代的审美精神赋予传统艺术以新的诠释和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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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绪  言

徐州古称彭城，有5000多年文明史，4000多年的建城史，为华夏九州之一。“东襟淮海，西接中原，南屏江淮，北扼齐鲁”，素有“五省通衢”之称。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的融汇点。

徐州两汉四百年的历史沉淀，尤以汉兵马俑、汉墓、汉画像石为代表“汉代三绝”给徐州留下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丰厚的历史遗存，被誉为“明清看北京、隋唐看西安、两汉看徐州”。

现代陶艺是时代的精神和文化的创造，表达现代人的人文观念及审美体现。中国现代陶艺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走过了起步、发展、变化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面对西方现代陶艺思潮和流派的涌入，中国现代陶艺家大多停留在对西方现代陶艺作品表面形式上的关注，而缺乏作为本土陶艺家自身的价值取向深层次思索和对社会历史、传统文化的深入感知，从而潜在着“拿来主义”等种种创作弊端。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陶艺家在学无中西的文化观得到初步认同，反思与觉醒是回归本源的序曲，并开启了整理、体味传统资源之门，正如毕加索所说“对于艺术来讲，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目前，中国现代陶艺进入了兼容并蓄、民族意识回归的再探索、再发现的理性阶段。

就此，本文试通过徐州汉陶俑成因及审美解读来探索中国现代陶艺如何以时代的审美精神传承传统文化、体现出地域本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文化神韵，从而完成自身华丽嬗变进行研究。

    二．徐州汉陶俑成因研究
俑是中国古代明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古人丧葬观念的产物，它一般指古代墓中随葬用的人物俑，有木制、陶制与瓷制等材质。也有学者后来把俑的含义外延有所扩大，把家禽牲畜以及想像中的神灵的摹制品亦被纳入其中。 

商周时期习惯用人殉葬，春秋战国时，中国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统治阶级的思想观念从“敬天”向“保民”转化，逐渐出现了在丧葬习俗上用俑殉取代人殉的社会进步潮流。秦代秦始皇随葬兵马俑俑规模宏大，排列成雄伟壮观的军阵，气势磅礴。到了汉代初期才明令废除人殉，这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陶俑艺术风格也得到了很大变化。直至明代造纸技术的日趋完善，纸明器开始逐步大量使用，因纸明器更为经济简捷，所以很快替代了陶俑，至此，陶俑才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汉代陶俑的随葬益加普遍，庞大的军阵依然存在，同时还出现大量的服务于墓主人的侍仆俑、乐舞俑、说唱俑等随葬俑。徐州是汉高祖刘邦故乡，西汉时期为楚国封地，楚王世代的墓葬陶俑就在徐州地区。徐州汉陶俑不仅数量多，种类全，而且艺术感染力强。考古发掘出土的有狮子山兵马俑、北洞山彩绘仪仗俑、驮蓝山楚王墓出土的乐舞俑、徐州顾山汉墓侍俑等陶俑。

通过广泛查阅、整理徐州汉陶俑相关的文献资料及进行徐州汉陶俑实地调研与考察，研究徐州汉陶俑的成因背后所蕴含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时代背景因素：

第一是汉承秦制，正朔不改，服色不易。同时，秦俑殉葬之制，也被汉代承继下来，但汉陶俑在继承秦俑的基础之上又融汇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及楚文化，使汉陶俑具有独特的艺术造型、艺术境界等审美特性。

第二是在思想文化上西汉初期为安抚民生所推行的薄葬少事政策对陶俑产生了促进作用。《史记·孝文本记》所记：“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由此可见，汉初“瓦器”是薄葬的象征观念支配，汉陶俑与秦俑相比的体量较小，这与汉初社会经济凋敝，实行休养生息政策有关。后经由“文景之治”，经济发展也为汉代盛行的丧葬制度提供了客观条件。“独尊儒术”之后，厚葬被赋予更多儒学内涵。

同时，陶俑的盛行也与陶质材料本身优势有关，在诸多材质中陶质最适合俑像艺术的创作生产。其一，陶泥塑性卓越，制作方便自如。其模具成型工艺简单易行，既适合批量生产，也适合逐件加工。其二，陶泥取材便易、不费不靡。其三，陶土经烧制，质如岩石，不锈不腐。这是金属、木泥等材料不具备的工艺特性。

第三是汉代统治阶级提倡孝道，褒奖孝行，其目的在于社会礼制的达成，巩固封建政权的意识形态的需要。西汉设立士民入仕的常考科目“孝廉”，东汉则把《孝经》视为治国安民的法典，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催化了当时厚葬之风的盛行。《礼记·中庸》载：“敬其所尊，爱其所亲，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第四是由于其汉代时期认知水平的局限，对未知世界的敬畏及对死后世界的理解与希冀而产生的灵魂不灭观念，表现为期冀灵魂升仙或转向幻化成灵魂留驻于本身墓室之内。

    上述四个方面构成了徐州两汉陶俑产生的时代政治、经济与文化思想框架。同时，通过陶俑等艺术形式也从一个侧面真实而生动的反映出汉代的政治、经济体制、文化观念。如1984年12月，徐州东郊狮子山附近出土了4800多件西汉时期的彩绘兵马俑，陶俑群反映了西汉初年分封在徐州的楚王国军队的整体建制，数量众多，规模宏大，表现出楚王拥有军事力量的缩影。陶俑一般高50厘米左右，其陶俑均采用泥模方法、合模技术进行烧制而成。由于作为楚王的陪葬兵马俑主要是防卫功能，即防御地下的鬼怪、守卫墓主的灵魂，故所有陶俑的面部表情则多表现得悲怆肃穆，神态逼真，而又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给人以千人千面之感，每个陶俑无论是面部五官的刻画，还是动态衣饰纹理结构的处理，尤如一个完美的整体，展示了西汉工匠的杰出制作工艺和艺术表现力。

    三．徐州汉陶俑审美特征的时代解读
     3.1  互补圆融的艺术意境

从先秦一直到明清两千多年的时间，儒道互补一直是中国审美思想的一条根本线索。形成了儒家、道家思想既差异矛盾，又相反相成、相互渗透、相互补充的互补圆融的艺术境界。汉王朝建立之初，针对秦朝反对礼乐教化、焚书坑儒及唯法为准的暴政而亡国的历史教训，汉代统治者一方面提倡恢复儒家的礼仪道德，另一方面又信奉“黄老”的道家思想进行统治，已达到休养生息目的。到了汉武帝时代，随着经济的发展，又把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

从美学上看，儒家是功利主义审美观，而道家是超功利主义审美观。儒家追求美善相乐，如《礼记》所载“大乐与天地同乐，大礼与天地同节”；道家追求真美合一，在审美上体现一种自然审美意识，正如《庄子·知北游》所谓的“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境界。儒家和道家的互补圆融把形而上的本体追求的道和形而下的技艺融会为一，又把天地自然和人世间的礼乐的创化融合为一，从而为艺术创作提供了高尚的艺术理想境界。

徐州地处齐鲁文化、中原文化、楚文化的交汇点，地域人文、时代精神决定了艺术的风格与变化，汉代陶俑风格摆脱了秦代陶俑壮观威武、生硬刻板的写实模式，并对儒家、道家思想及楚文化进行了圆融结合，创造了一种富有浪漫主义的写意风格时代。李泽厚在《美的历程》描述：“从画像石到汉乐府、从壁画到工艺、从陶俑到隶书，汉代艺术呈现出来的更多是整体性的民族精神。那由楚文化而来的天真狂放的浪漫主义，那对世界满目琳琅的行动征服中的古拙气势的美”。[1]徐州汉陶俑在造型特征上质朴简洁，寓巧于拙，把“即雕即凿，复归于朴”的古拙艺术表现手法与浪漫主义意象精神进行了圆融结合。如徐州驮蓝山楚王墓出土的乐舞俑为代表的汉代陶俑作品，舞俑舞姿婀娜，飘逸柔婉，长长的衣袖，随风曳动的裙摆，弯曲的腰肢，在艺术表现上，汉代陶工采用以形写神的艺术语言、取大势，去繁缛，重整体，把现象还原为本质，注重突出内在意蕴的丰富，侧重表现理想世界及事物内在气质的表现，超越现实的想象和夸张概括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形象，相当鲜明的反映出汉代陶俑的灵动进取、浪漫主义意象精神，达到了圆融的艺术审美境界。 

康定斯基曾在《论艺术精神》中说过：“如果艺术家的情感力量能冲破‘怎样表现’并使他的感觉自由驰骋，那么艺术就会开始觉醒”。中国现代陶艺家要充分发掘优秀传统艺术如徐州汉代陶俑中蕴含的丰富源泉，在艺术创作上体现出“即雕即凿，复归于朴”的民族本源文化觉醒与回归。又要在客观现实基础上进行丰富的浪漫主义想象和夸张的手法塑造理想中的艺术形象，从而来构筑中国现代陶艺的东方艺术神韵。如著名陶艺家周国桢先生的创造的《静观》、《熊》等陶艺作品，他善于抓住事物生动的瞬间特征，运用大缸泥、匣钵土等粗质泥料，用朴拙的手法来塑造出独特的造型特征，注入新的时代理念，匠心独运，追求一种具有东方艺术神韵的艺术形象。

    3.2  生命本位意识的关注
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说：“生者对死者处理方式的改变，显然的是这群人对未来生命看法改变的结果。陪葬物之改变就是一个最好的印证。”在对待生命态度方式上，儒家提倡“仁”、“厚人伦，美教化”，而道家则希翼“贵生”、“羽化登仙”。而汉代陶工通过对现实人间生活的热爱、眷恋的情感渗入到作品中，以一件件栩栩如生的陶俑艺术作品的形式呈现出来。“汉代艺术对现实生活中多种多样的场合、情景、人物、对象甚至许多很一般的东西，诸如谷仓、火灶、猪圈、鸡舍等等，也都如此大量地、严肃认真地塑造刻画，尽管有的是作明器之用以服务于死者，也仍然反射出一种积极的对世间生活的全面关注和肯定。只有对世间生活怀有热情和肯定，并希望这种生活继续延续和保存，才可能使其艺术对现实的一切怀有极大兴趣去描绘、去欣赏、去表现，使它们一无遗漏地、全面地、丰满地展示出来。”[2]出土于徐州铜山县洞山村出土的西汉跽坐女俑，顶发中分，脑后垂髻，身着三重右衽曲裾深衣，笼袖跽坐，姿态恬静。作者没有对其面部表情和衣饰进行过多细致的刻画与加工，而是通过古拙简朴的大轮廓勾画的艺术塑造，便能从作品中感受到一位端庄、宁静、含蓄、优雅的侍女形象，生动巧妙地再现人物的内心世界，蕴含了儒家思想、道家思想及楚文化的圆融的艺术表现，表达出汉代人对生命本位意识的关注和肯定，这是作为特定时代社会生活对生命本位的一种理解样式，“是对生前死后都有永恒幸福的追求”，[3]是对生命永恒的祈祷与心灵慰籍，是对生命的积极思考。正如法国艺术评论家丹纳所言：“要了解一件艺术品，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必须正确地设想他们所属的时代的精神和风格概况。”[4]
不同的时代会形成不同的艺术境界和艺术风格，我们要不断学习和领悟传统民族文化中的“圆融”的审美思想和精髓，对民族文化的认识不断积累、不断沉淀，蕴古创新，用真诚的态度来关注当代人的精神和情感表达，创造出富有时代文化内涵的审美精神的中国现代陶艺作品，让人在艺术作品中获得一种人文精神的价值认同，从而体现出地域本土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的文化神韵。

    四．结束语
美学家宗白华在谈到艺术发展规律的时候，曾说“历史上向前一步的进展，往往伴随着向后一步的探本穷源。”[5]徐州汉代陶俑以它生动的形式、完美的造型、独特的风格深深地吸引、启示着我们。我们对民族文化的认识要不断的再积累、再沉淀，蕴古创新。中国现代陶艺构建应是真善美合一的圆融的艺术境界，使作品以时代的审美精神赋予传统艺术以新的诠释和弘扬。

注：该文章现已发表于《作家》 2003年10月。 

参考文献:

[1][2][3]  李泽厚. 美的历程[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

[4] （法）丹纳 著，傅雷 译. 艺术哲学[M]. 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2.
[5]  宗白华. 宗白华全集（第一卷）[M]. 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8.
